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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心召开学期工作会议 

2002 年 1 月 23 日，本中心召开学期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

中心的全体专职研究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 2001 年度工作的

总结，二是 2002 年度工作的部署。 

方一新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近期加盟本中心的两位新成员：去年 12 月刚从南京

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的姚永铭博士和 2001 年暑假毕业的史光辉博士。方教授表示，

新成员的到来为汉语史研究中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今后中心仍将继续引进优秀人才，

为中心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对于过去的 2001 年，方一新教授总结说，去年是中心成

立以来最初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在教育部和学校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汉语史研

究中心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网站建设等各方

面工作进展顺利，运行态势良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理由相信，2002 年中心的各

项工作会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对今年中心要做的工作，方教授也作了介绍，特别提

出以下几项重点要做的工作：一是重大项目的申报，今年两个重大项目是由黄金贵教

授和黄笑山教授分别牵头的《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和《唐五代韵书汇纂》，希望两

位负责人尽早准备，做好课题组的力量组织和项目论证工作。二是中心内部个人项目

的启动，经过中心讨论决定，中心专职成员的个人项目已经确定，研究经费将分批拨

付，希望申请到个人项目的中心成员要认真对待，结项的最终成果应为学术专著。三

是今年五月将召开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今年是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 100 周年。姜亮夫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敦

煌学家，他在汉语史、敦煌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享誉海内外。蒋礼鸿先生和

郭在贻先生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和敦煌学家。为了缅怀姜亮夫先生及蒋礼

鸿、郭在贻教授的学术成就，弘扬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并展望新世纪汉语史、敦煌

学研究的发展，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管理办法》的精神，



 2

中心拟于 2002 年 5 月 24 日在杭州召开纪念姜亮夫先生诞辰 100 周年暨缅怀蒋礼鸿、

郭在贻教授学术成就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举行《姜亮夫全集》、《蒋

礼鸿集》、《郭在贻文集》出版座谈会。方一新教授提出，去年的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

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与会者的很高评价，今年应该再接再厉，力争办得更好。 

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通报了中心学术刊物名称、人员调整和郭在贻先生文集的

编纂情况，她介绍说，为了使刊物的容量更大，和中心的名称相一致，经征求有关专

家的意见，决定把中心的学术刊物《中古近代汉语》更名为《汉语史学报》，刊物的顾

问和编委有所增加：增补香港的丁邦新、日本的平山久雄、挪威的何莫邪三位著名学

者为顾问，美国的孙朝奋、冯胜利两位先生为编委，以增强中心在海外的影响，促进

汉语史研究中心和海外的学术交流。另外，为配合今年五月份的国际会议，蒋礼鸿先

生的文集已经正式出版，姜亮夫先生全集正在陆续推出，郭在贻先生的文集正在紧锣

密鼓地整理校对当中，预计会在五月份会议之前正式出版。 

中心办公室楼笑笑向中心成员通报了 2001 年度中心经费的收支情况。 

最后，中心成员就中心的一些日常工作如经费报销、网站维护、人才培养等各方

面工作展开讨论，充分发表了意见。 

武汉大学基地办主任参观本中心 

4 月 5 日，武汉大学人文社科处基地办公室主任谭玉敏一行三人在我校人文社科部

褚超孚副部长和蒋帆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汉语史研究中心, 和中心负责人方一新、张

涌泉教授、办公室楼笑笑等进行了基地建设方面的经验交流。谭主任介绍说，武汉大

学共有六个教育部直属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保证基地顺利运行,学校设立一个

管理基地的专门机构——文科基地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服务与协调：尽可能地为基地

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协调好基地与学校各部门以及上级管理部门之间的

关系。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向他们介绍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的有关情况，同时双方就目

前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难点如兼职教授驻所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谭玉敏主任一行还参观了中心的学术报告厅、成果陈列室以及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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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张涌泉教授参加青年语言学家论坛 

2002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商务印书馆在京举行“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发

布会暨青年语言学家论坛”。商务印书馆决定出资 100 万元，设立语言学出版基金，用

于资助语言学著作的出版。张涌泉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研

究”的报告。 

王云路、池昌海赴香港参加 

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 

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池昌海副教授应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和陆镜光教

授的邀请，参加了 3月 12 日至 14 日由香港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王云路教授和池昌海副教授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王云路发言的题目是：《试论外族文化对中古汉语词汇的影响》，池昌海发言的题目

是：《大陆二十年征婚启事语言应用变化分析》。 

 

王云路教授应邀访问香港科技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著名语言学家

丁邦新教授的邀请，于 3月 14 日至 16 日参观访问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与丁邦新教授等座谈讨论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与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展开合

作研究的诸多问题，包括五月份丁先生率团参加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召开的中古汉

语与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五场学术讲座的具体事宜；双方定期互派研究人

员进行短期交流；共同主办学术刊物；共同建设汉语语料库等，初步达成了一致意

见。王云路还参观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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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新教授赴日本访问 

2002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应日本静冈县立

大学学长（校长）广部雅昭先生之邀，赴日本静冈县立大学作研究工作，并分别和静

冈县立大学学长广部雅昭、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矢野正一以及合作教授、静冈县立

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嵯峨隆教授进行了友好座谈，向日本学者介绍了中国汉语史学界

的研究状况以及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 

访日期间，方一新教授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神奈川大学（横滨市）、创价大学（八

王子市）、东京都立大学（八王子市）等几所大学，和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平山久雄先生、

大西克也先生，创价大学国际佛教研究所的辛岛静志先生、文学部的水谷诚先生，东

京都立大学的佐藤进先生、小方伴子女士、松江崇先生见面，交流中日两国汉语史研

究的有关情况，日本学者向方教授赠送了他们的研究论著；方一新还参观了这几所大

学的图书馆、文学部、中文系的图书室，查阅了有关的研究资料。  

应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之邀，3月 7日上午，方一新教授在神奈川大学作了《六

朝时期的汉语词汇》的学术讲演，讲演结束后，还和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的先生们

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在望月真澄教授陪同下，参观了江户时代的名城镰仓。 

3月 23和 27日，方一新教授还分别和京都花园大学的衣川贤次先生、名古屋南山

大学的梁晓虹先生在静冈和名古屋市见面，进行了学术交流。在名古屋访问期间，游

览了名（古屋）城公园和知多半岛。 

方一新教授已经于 3月 31日回国。他对日本良好的生活环境、全国各大学及研究

机构联网的电脑检索手段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本中心陈东辉副教授从日本回国 

本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从 1999年 4月起，应聘为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外籍教师，

赴日讲学三年，于今年 3月 30日回国。在日期间，他从事汉语、中国文化及中日文化

交流史等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还面向全校师生和广大市民开设过“中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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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等专题讲座。此外，他还曾赴东京、大

阪、名古屋等地参加日本中国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东京大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向他们介绍了汉语史

研究中心的概况，扩大了中心在日本的影响。 

在日期间，陈东辉副教授还从事日本汉学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部分

成果已经在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有关刊物上刊发，另有部分成果收入他的论

文集《古典文献学论考》（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 2002年 5月出版） 

 

美国华盛顿大学余霭芹教授来本中心讲学 

    2002 年 3 月 27 日上午，著名语言学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余霭芹教授访问本

中心，并为本中心师生作了题为《〈尚书〉的定中结构》的学术报告。余教授利用

甲骨文和金文考察汉语的定中结构，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中心语+定语类

型”；无标志“定语+中心语”类型；以“之”字为标志的“定语+之+中心语”类型。

第一种出现得最早，仍残留在甲骨文和殷、西周的金文中。第二种盛行于殷、西周

时代。第三种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此基础上，余教授根据定中结构在历史上的

演变发展情况，对《尚书》不同篇章的年代进行了鉴别。 

报告结束后，中心师生踊跃提问，与余教授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潘悟云教授、朱晓农博士访问本中心 

2002 年 4 月 1 日下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

潘悟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朱晓农博士来本中心座谈，介绍经

验。 

座谈会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朱晓农博士先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

院在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先生的领导下在语言学方面已做和将要进行的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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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不俗成绩。潘悟云教授着重就语料库建设的问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潘教授

认为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数字化迫在眉睫，因此计划建设一个面向海内外学术

界的语言研究的大数据库。该计划下设筹划组和执行组。筹划组由德高望重的著

名语言学家组成，有大陆的江蓝生、沈家煊、陆俭明、孙宏开、詹伯慧、鲁国尧、

张斌、戴庆厦、李如龙等，美国的王士元、郑锦全、梅祖麟，台湾的李壬癸、龚

煌城，香港的丁邦新，主要负责筹集资金，作规划和协调工作；执行组负责具体

工作，召集人有潘悟云、何大安、张洪年。数据库计划分四大块：①汉语方言；

②民族语言；③文献；④句法学。其中文献部分与中心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也成

为潘教授介绍的重点。中心副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涌泉教授介绍了《敦煌文

献合集》、《敦煌文献语言大典》的工作进展情况。潘教授还与中心成员就字库、

字形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天晚上，潘悟云教授还作了题为《呼唤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再次结合》的学

术讲座。潘教授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当前上古音研究的进展情况，认为自清代乾嘉

学者将音韵学用于训诂学取得重大成果以来，现代音韵学的长足进步已经对上古

汉语中的一些语音交替现象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再次结合

有可能促成建立上古汉语形态学。潘教授的讲座涉及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

民族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的知识，内容充实生动。报告会气氛热烈，

师生们踊跃提问，潘教授旁征博引，精彩作答，给聆听讲座的汉语史专业的师生

和前来参加讲座的外校教师很大的启发。 

 

本中心成员与日本所王勇教授及王宝平教授座谈 

2002 年 4 月 3 日，本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以

及黄笑山教授与刚刚从日本学习回来的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和副所长、汉

语史中心兼职教授王宝平进行了座谈交流，双方就相关学科在国际上的发展动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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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交流和探讨，在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简讯 
本中心三位教授被聘为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学科组成员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工作会议 200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在

杭州举行。会议讨论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等文件，并举行了

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颁奖仪式，本中心方一新教授的著作《东汉魏

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颜洽茂教授的著作《佛教语言阐释》评获著作类二等奖，张

涌泉教授的论文《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评获论文类二等奖。会议

还举行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学科组专家的授聘仪式。本中心方一

新教授、张涌泉教授、黄笑山教授被聘为语言学学科组成员。方一新教授是继担任我

省“九五”规划学科组成员后再次受聘，张涌泉教授还担任语言学学科的副组长。 

张涌泉教授“敦煌文献校读释例”课题 

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张涌泉教授 1999 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他申报的课题“敦煌文献校

读释例”2001 年 12 月被正式批准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社政司函

[2001]210 号），首批拨款 6.5 万元已经到位。 

会议消息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 

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敦煌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海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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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为这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老一辈学者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姜亮夫的《楚辞通故》、《瀛涯敦煌韵辑》、《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蒋礼鸿

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郭在贻的《训诂丛稿》、《训诂学》，等等，都

是敦煌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著作，蜚声海内外。三位先生以他们的杰出

成就，确立了浙江省的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在他们的培育和影

响下，现在，一批年轻的敦煌学家、语言学家业已成长起来，并以他们的努力，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了浙江在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和领先地位，巩固了浙江

作为全国公认的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为了缅怀亮夫先生及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的学术成就，弘

扬他们献身学术的可贵品质，促进我省语言学、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扩大学术影

响，本中心决定在 2002 年五月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召开一次国际性

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计划如下： 

一、议名称、时间、地点 

名称：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02 年 5 月 23 日至 28 日(5 月 23 日报到；5 月 24 日上午，姜亮夫、蒋

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全集出版新闻发

布会；5月 24 日下午至 5月 27 日下午，学术研讨会；5月 28 日离会。) 

二、会议内容 

1．学术讨论：（1）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学术成就的回顾、学术方法的

总结与继承；（2）21 世纪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展望；（3）汉语史、敦煌学研

究的其他问题。 

2．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全集

出版新闻发布会 

3．参观考察 

二、会议举办单位 



 9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协办单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省语言学会、浙江省敦煌学会 

三、会议规模：境内正式代表：80 人；境外正式代表：20 人。 

四、会议筹备委员会名单 

筹备委员会主任：蒋绍愚 

筹备委员会委员：蒋绍愚（北京大学教授）、江蓝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项楚

（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鲁国尧（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吴金华（复旦大

学教授）、柴剑虹（中国敦煌学会秘书长）、蒋冀骋（岳阳师范学院院长）、曾骅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廖可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方一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

王云路（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所长） 

联系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研究所张涌泉，邮编 310028；电话：0571-88273448

（办）85128251（宅）E—mail：zdzyq @ emb.zju.edu.cn 

 

文摘 
编者按：郭在贻教授（1939--1989）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训诂学、敦煌学、

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为我校汉语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6 年，郭在贻教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8 年，郭在贻教授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为弘扬郭在贻教授献身学术的精神，促进语言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

本中心正在编辑多卷本的《郭在贻文集》（将于 2002 年 5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现把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为《郭在贻文集》写的序和张涌泉、王云路、

方一新写的前言先行刊登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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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贻文集》序 

许嘉璐 

2002 年 12 月在京举行《孙诒让全集》编纂工作会议，在贻的高足王云路、张涌泉

两位教授到会。他们告诉我，在贻的文集已经整理好，希望我能写一篇序。我未加思

索当即答应了。早就想写一写我心中的在贻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动笔，是因为自他

去世，只要一提起他，我就平静不下来。前几年看到刘坚兄一篇饱含感情回忆他的文

章后，既觉得我也应该用文字一吐久郁的怀念，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在语言学这个角

落里曾经有过这样一颗璀灿的星，知道一位朴实严肃、成就斐然的学者的另一面，同

时又不愿意去碰那正在平复的失去挚友的伤痛，因而至今一个字也没有。 

是的，我该写了。但是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事便泉涌而至，一幕幕快速闪现，

清晰而又模糊，以致我多次手抚键盘，竟理不出个头绪。春节将至，张涌泉教授又来

信催促，意思是假期里总该稍闲，或许可以交卷了吧。出于对恩师的爱，他这样想，

是情理中事；但他毕竟年轻，还不能充分理解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纪念亡友时的心情：

我哪里只是因为忙而没有写。但是，我的确该写了。 

写什么呢?想来想去，在贻的学术造诣，对训诂学，特别是对俗语词研究的贡献，

他继承朴学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风格，他纯洁、宽厚、真诚的人品，都为语言学界所

共赞，书文具在，读之者自当知之，无须我在这里介绍。想来想去，还是写写往事的

几个碎片吧。 

我与在贻初识是在 1980 年 1 月初。我与郭锡良、赵克勤二兄到杭州大学征求对王

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意见。杭大中文系为此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

在贻的话不多，提了些什么意见也早已遗忘。留下的印象是，当时就觉得他温文尔雅，

言不虚发，功底很深。会上只说关于《古代汉语》修订的事，未得个别交谈。正遗憾

间，晚饭后，在贻却推门进来了。那一晚当然相得甚欢，但当时也没有想到，从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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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们即成莫逆。或许这就是所谓“缘分”?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分子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人人觉得有用不完的精力，

更有做不完的事。我们都忙，一南一北，难得见面，平时只能书信往还，匆匆一晤也

就显得更为珍贵。那时一想到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被用烂了的诗句

就会跳进脑子里。我品出了个中滋味。 

1984 年，在贻荣获首届吕叔湘基金奖。我为他而高兴，得知他将来京领奖，又是

一番欣喜。他在京只待一天，领了奖，就跑到我家来了。他说，这些日子身体不大好，

本不想来京的，但是刘坚兄告诉他，吕先生希望他能来，就来了。这次来，哪里也不

去，北京的朋友们就托我代为问候。坐了一会儿，他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问去哪

儿，他说去琉璃厂，看看有什么书可买。我们去了。当时重印古籍还很少，线装书又

太贵，非我辈所可问津。他似乎身体有些不适，转了一下，我们就来到和平门外大街

的一家餐馆。他坚持要吃清淡的菜，“鱼、肉没什么意思。最近胃口也不大好”。这时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在我家吃饭。他是喜欢我爱人做的南式馄饨的，而今天不愿

意沾荤腥了。于是我叫了几个素菜，他也没有吃多少。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以没有

好好款待他而自责；待他病重我才明白，他的食欲那时可能已经受到肝胆欠佳的影响；

于是我又因是他来看我而不是我去看他、我居然还陪他逛什么琉璃厂而后悔。 

1982 年夏天，他和祝鸿熹先生的几个学生，包括王云路、方一新等要毕业了，他

要我去主持答辩。我去了。被邀请的还有华东师大的李玲璞先生。学生们论文的具体

内容早就忘了，但总体风格近乎其师，这印象却是深刻的。在贻私下夸奖学生的话也

还留在耳边：“这几个学生原来的基础并不怎么好，但是都很用功，进步很快，很不错。”

现在这几位都已是著名教授，成就斐然，证明了在贻善于识人、教人。对于学生的论

文，事先他并不置一辞，显然是出于公正之心完全要我们来评判。 

那几天当然和他几乎朝夕不离。答辩之外的时间，游西湖，走十八涧。他特别欣

赏湖心的阮公墩。“现在到处都是人，熙熙攘攘，没什么意思，那里人少，难得的清静。

坐在亭子，——亭子、桌、椅都是竹子做的——泡上一壶好茶，一个人看书，或约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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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朋友聊聊天，很舒服。”过去我来西湖，并没注意到那个小小的圆形岛，当然也就从

来没有上去过。经他一说，立刻有心痒的感觉。可惜那一次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船，

没有去成。 

事隔数年，忘记了为什么事我又到了杭州。阮公墩的事我早忘了，他却没忘：“咱

们去阮公墩吧。”船还没到岸，就见几位宋装的“酒保”走过来迎接。随着他们进得亭

子，果然亭、桌、椅一色竹制，古朴雅致，但是招待我们的却是着红裹绿的“古代丫

鬟”。外皮虽“雅”，张口举止却俗，形成了实在不协调的味道。茶也一般。“我上次来

还没变成这样。商业味太浓了，煞风景。”他的话音里似乎有几分歉意。一碗茶没喝完，

他就又领我走了：“到黄龙洞去吧。离杭大也近。”黄龙洞又是另一番景象，山不高而

秀，林不奇却茂，曲径盘桓，凉风习习。虽然门前也有抬游客的花轿之类不伦不类的

服务项目，山门、园内也是满眼古装，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去处，人声和花

花绿绿被隔在浓荫和山石的那边。这里的茶甚好，虽不及虎跑泉，也还清醇，轻轻一

啜，馀香在口。“这里怎么样?我常一个人，带本书，要上一杯茶，在这里一坐就是半

天。”在贻此时颇有了几分得意。“你真是‘市中仙’。可惜我没有这份清福。”“北京没

有这个条件，你也忙。我是除了读书，写几篇文章，什么事也做不来。” 

我知道，他不喜涉足世务，故有是语；他所不喜欢的，只是那些是是非非，是烦

琐的杂务。而对公众事业，例如对学会的事，他是热心的，只要不让他做那些杂务，

总是尽心尽力。我在大连、唐文兄在苏州，都办过训诂学讲习班，每次请他去讲课，

他从没有二话，对食宿的安排也从不计较。他之喜静，乃性格使然，有时离开闹市，

躲进山隅“成一统”，大概就如同当年他在嘈杂的喇叭声中独自徜徉于古籍。 

最不能让我忘怀的，是他两次住进医院的情形。他第一次大病，恰好我在身边—

—是在长沙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 100 周年的会上。我与他同一房间，后半夜，他突然

腹痛，却不肯唤我，我平时睡觉很死，可能他也发出呻吟了吧，我竟浑然不知。待我

醒来，始见其展转强忍之状，至今忆起犹令人胆裂心碎。幸亏附近即有医院，马上我

与友生孙雍长等人把他送去，守候在旁，直到医生作出诊断。他患的是急性胆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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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后怕起来——听说急性胆囊炎如果耽搁了，是能要人命的。看着他那蜡黄的脸

色，扭曲的面容，我只能默默地站在床头，第一次品尝了目睹亲朋的极度疼痛却束手

无策的味道。他一再让我回到会上去，虽然我站在那里无济于事，但我还是不愿走开。

医院的条件很一般，病房简陋，卫生情况也不让人放心。隔了一天，杭州大学派了人

来照顾并接他回杭，大家才放下心来。待到他第二次住院，不得不做手术，我才知道

他的胆囊炎的严重程度。我不能不为他在长沙时忍痛一夜的毅力而惊叹，同时也为我

没有及时醒来而自咎。 

他第二次住院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讲学。我带着几个学生赶到杭州去看他。当时他

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动了手术。看来恢复得不错，面色已经有些红润。据他说只是体

力还不及以前。我们在病房里畅快地聊，又陪他在医院附近散步。怕他过分劳累，未

敢久留。我是心里装满西湖上空灿烂的阳光向他告辞的——病根除掉了，从此在贻会

健壮起来。朋友们也都以为在贻的病在胆，不料夺去他生命的竟是肝癌；我更没有料

到在浙江医院的一握竟成永别。 

在贻去了，从此中国语言学界少了一位饱学严谨、深邃卓荦的学者，我则少了一

世难遇的挚友和诤友。说来也巧，他和我们的太老师黄侃(季刚)先生都是只差一瞬将

满 50 岁时捐弃馆舍的。50，这是多么宝贵的年龄啊!难道真的“文章憎命达”，杰出的

才人都应该在壮志将酬的最佳时刻撒手而去吗?“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苍天何其无

义也! 

 

在我家的窗台上，有一个盆景。几块江南虎皮石并立，错落有致。几次搬家，许

多笨重的东西都丢弃了，惟有这个盆景，一直随我左右。底盆并不好，是水磨石的，

若是现在，玩盆景的早已不屑一顾，可是 20 年前这在北京却很难觅。后来有人劝我换

个好一点的盆，我不听。——这是在贻送给我的呀。 

那是个夏天，在贻来北京了，从机场直接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见他手里提着一

个大纸盒子，重重的，打开来，就是这个盆景。我提一提，总有十来斤吧。我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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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重的东西来干嘛?你身体又不好。”“送给你的。为你准备了一盆兰花，没养好，没

有带来。你不是很喜欢盆景吗?这是虎皮石的，最好。”这时我想起，有一次我到他家，

进到书房，除了排放得整整齐齐的满架书、书桌上同样整齐的笔墨纸砚(他写信写稿都

用毛笔)、光可鉴人的地面让我赞叹外，尤其引我注意的是书架上的一盆兰花和窗台上

的一个盆景。我平时并不好此道，但兰花那柔长的碧叶和即将开放的花腱却让我感受

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那盆景呢，几块石头，——和现在他带来的几乎一样——环

绕着一汪清水，石上长满了青苔，犹如人迹罕至的深山峭壁；石缝间钻出一株“古木”，

虬蟠苍劲。不知怎么，我突然觉得这两样小东西就是在贻性格的写照，而也只有像他

这样沉静、丰富、内向的人才配得上这花，这山。“郭兄，你还有这个雅兴?”“看书看

累了，看看这玩意儿，可以放松放松。”他看我对那盆景比较注意，就介绍说：“这不

能晒，长出青苔才有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一两年，没有想到，他竟然记在心里，又居

然不怕重，从外面提回家，又从西湖边抱到北京来。我也曾学他的样子每天浇些水，

但无奈北京太干燥，水太“硬”，不但没有长出青苔，反而在石上留下了一道道水垢的

痕迹，江南的秀水青山变成了北国的干池秃岭。我虽然不能像在贻那样以此寄山林之

想，但却视同家珍，“时时勤拂拭，不使有尘埃”。所谓睹物思人，此之谓乎? 

为失去在贻这样的朋友之所以如此伤心，除了个人之间的情谊，还因为在我看来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他小我两岁，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我们的苦乐，

总是与共和国的命运相伴，从 50 年代起，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可能是因为研究古代文

献，传统优秀文化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对学问执着，对友人诚笃，对名利淡漠。

他幼时家境甚苦，弟兄几人只有他能靠着优异的成绩读到大学。大概因为先天不足后

天又失调吧，所以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体质单薄。有时候我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挺

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因此，我既惊诧和佩服他的勤奋博览、文思如涌，以至每当我有

所倦怠，一想起他，就如受鞭笞，不敢少懈，同时又时刻为他的羸弱而担心，总是劝

他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悠着点儿。在贻去世已 13 年，而我还健康地活着，这或许

就是我不勤的证明吧，纪念在贻，令我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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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跟我说，他现在的成绩，主要是靠“文革”十年打下的功底。那时外边大喇

叭哇啦哇啦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真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文献

书”。别人打派仗，他打“冷仗”、“硬仗”。现在环境好了，他还是觉得读的书少，“作

学问，不读书怎么行呢?”我知道，他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他看了某些空洞无物、

卖弄术语的文章，就说：“这人本事真大，不读书也能写得洋洋洒洒。我读不懂，也写

不来。” 

在贻的去世，让语言学界中同龄人震惊，让老一辈惋惜，识与不识都有无法言喻

的哀痛。记得噩耗传来，我适在香港，是爱人打来电话通知我的。我当即与娜祺嫂通

了电话，她那边泣不成声，我这边也只有哽咽，脑中一片空白，实在找不出什么语言

能够安慰她、安慰我自己。但我想，在贻没有浪费在生之年的每一天，他心里装着的，

只是学问、师友和家人，他充实的一生，体现在他闪光的著作，连同这本文集里，这

既是对我这样的朋友，更是对娜祺嫂最好的纪念和安慰了。 

在贻安葬时，我因为正在美国访问，连最后送他一程也没能如愿。以后又由于种

种原因至今还没能到他墓前奉上一束鲜花——我想要献，就该献兰花。应娜祺嫂之命，

我为他写了墓碑。我多想在那小小的石版上细细地镌上他平凡而光辉的一生啊，但是

字数是规定好了的，实在不能尽意。听说墓地就在离西湖不远的群山中，很清静，虽

远离他的家乡山东，但是却在妻儿和他用心血培育的学生们身边，阮公墩、黄龙洞近

在咫尺，或许那里正是他安歇的好地方吧。 

我常想，如果假之以年，在贻的成就，他为训诂学所做的贡献，当无法限量，远

非这本他在短暂的十年中留下的文集所能容纳。但是，现在他的弟子们均已学术有成，

而且都在严守着师门严谨朴实而又不断创新之风。因此，在姜亮夫、蒋礼鸿两位先辈

导夫先路之后，经在贻传递薪火，杭大——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敦煌学、近

代俗语词和俗文字研究领域已成海内外重镇。在贻的这一贡献之大，恐怕是他自己所

未能始料的。 

在贻文集的出版，证明学界没有忘记他，学生们没有忘记他，出版家没有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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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像他这样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学术发展的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但愿我

的这些零碎的回忆能有助于勾起知之者的记忆，也使未知之而读到此书的后来人了解

一些他的为人。 

忝为序。 

2002年 2月 19日于厦门 

《郭在贻文集》前言 

张涌泉  王云路  方一新 

一 

郭在贻先生（1939—1989），号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斋（“二

王”指王念孙、王引之）、冷凳斋。1939 年 1 月 11 日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

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先后就读于当地小学和张店市初级中学、济南市

第三中学，讷言敏行，沉静好学，成绩优秀，而尤以语文为最。1957 年至 1961 年就读

于浙江师院（1958 年改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分配在语

言文学研究室，给姜亮夫先生当助手，至 1965 年秋季四清运动止。“文革”后调中文

系任教。1979 年被评为讲师，1980 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5 年晋升为教授。1986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

生导师。1988 年，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是浙江省第

六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

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

语言学会副会长。1989 年 1 月 10 日因病逝世，年仅 50 岁。 

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

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大学毕业后，在姜老的引导下，先生没有急于述作，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当时

他读书的重点是语言文字学，旁及历史、哲学、文学，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是他专攻的对象。后来先生回忆说：“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我从头到尾读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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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

用一句套话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段时间的读书生

活，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而又宽博的基础。他的处女作是 1978 年发表于《社

会科学战线》上的《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从

不同角度对《说文》段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十年“文革”，举国板荡，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先生凭着

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超然物外，仍一意沉潜于书卷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读

书生活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他首先注

意到的是《楚辞》。自东汉王逸《楚辞注》而下，前人对《楚辞》已进行了反复深入的

研究，有关的著述不下数百种，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明，谈何容易！

但先生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在研读了数以百计的《楚辞》论著的基础上，他凭着扎

实的古汉语和古文献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写成了《楚辞解诂》一文，对《楚辞》

中的一些聚讼纷坛、向无定论的疑难词语进行了类似破译密码的考释工作。如考证“九

约”即“纠钥”，“志度”即“抂　”，“雷渊”即“回渊”等等，莫不洞见幽微，得其

本真。他还写了《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楚辞要籍述评》等论文，对《楚辞》研

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宏观的评述。文章论述全面、评议得当，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诣的

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此外，他还写了《<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古汉语词义札

记》等论文，对《史记》、《汉书》、《论衡》中的一些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亦皆精审，

多发人所未发。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的学术活动也跨入了新的阶

段。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熏陶下，他的学术研究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汉魏六朝

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从汉代经师到清代鸿儒，传统的训诂学在先秦两汉典籍的训释

方面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对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工作，却不曾很好地

做过。这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文字训诂之学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从 1979 年在《中国语文》刊发《古汉语词义札记（二）》一文开始，先生继踵张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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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礼鸿诸前辈之后，对汉魏六朝以来文献中的大量“字面生僻而义晦”或“字面普通

而义别”的方俗语词进行了考释，先后发表的有关论文多达四十余篇。这些论文，思

致绵密，征引详瞻，结论多可信从。诸如杜甫《彭衙行》的“咬”字，白居易《琵琶

行》的“滩”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许人”，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未得确诂，

一经先生点破，便有雾解冰释之妙。在俗语词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辈学者经常使

用的归纳类比的训释方法，又善于把俗语词研究和文字校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如他

考释王梵志诗中的“蛆協”一词，便是从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怚”的假借

字，而“協”则即“妒”的俗体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協”的意义也就豁然开解

了。先生还善于将俗语词考释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追本溯源，求其会通。

他非常注意观察那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努力探寻并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如《唐诗中的反训词》、《杜诗异文释例》、《唐诗异文释例》诸文，都是如此。为了促

进俗语词研究工作的开展，先生还从理论上对俗语词研究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

总结，先后写了《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整理》、《俗语词研究概述》等论文。在 1986 年出

版的《训诂学》一书中，更把汉魏六朝以来的方俗语词研究辟为专章，就俗语词研究

的意义、历史和现状、材料、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填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日本学者佐藤晴彦教授指出：“郭在贻氏前年出版的《训诂丛稿》，以其踏实的工作方

法而引人注目。这次的《训诂学》也是非常独特的。直截了当地提出俗语词问题并辟

为一章，通过丰富的例证来强调说明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对于正确地理解文句是多么的

重要，恐怕还是从本书开始的吧。在传统的色彩极其浓厚的训诂学的世界里，只有郭

著这样说并且付诸实践，这是很不简单的啊！”（见《日本中国学会报》39 集）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旧的训诂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

务的。过去的一些训诂学著作也往往言必称九经三传，摆脱不开为经学服务的老框子。

所以如何加强训诂学的实用性，是摆在今天的训诂学家面前的一大任务。先生在训诂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十分注重训诂的实用性，撰写了《训诂学与语文教学》、《训诂

学与辞书编纂》、《漫谈古书的注释》等一系列论文，努力使艰深的训诂之学同古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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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辞书编纂，以及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挂起钩来。在《训诂学》一书中，“实用性”

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所揭示的训诂学的作用，极具说服力；所概括的训诂

方法，又切实可行。现在许多高等学校把郭著《训诂学》作为教材，良非偶然。 

八十年代初，先生开始把研攻的重点放到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的研究上来。敦煌遗

书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史的面貌，也为方俗语词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敦煌遗书中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券契等文书，保存着大量的口语资料，它们对

于考察宋元白话之沿溯，对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59

年，蒋礼鸿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考释了一大批变文中的方俗语

词。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复不少，而且蒋书只限于变文，考释的范围

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俗语词研究的同时，先

生注意到了敦煌的俗文学作品，并先后发表了《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释拾

补》、《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王梵志诗汇校》等一系列论文。在敦煌文献方俗语词考

释的过程中，先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敦煌俗文学作品的作者或抄写者，多数

水平不高，写本中字形讹误很多，这些作品中丰富的方俗语词往往是通过俗字别体的

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一些前辈学者在整理敦煌遗书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对俗字、俗语

词给予足够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疏漏，从而也对方俗语词考释工

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研究要取得长足的进展，必须从俗

字研究和文书校理入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 1987 年开始，先生和他的学生张涌泉、

黄征合作，开始了“敦煌学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

鲁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 年底，“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大致定

稿。该书依据敦煌写本原卷，校正了《敦煌变文集》的大量校录错误。以俗治俗，注

重俗字、俗语词之考释，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稿专

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

确非自夸之语。 

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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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源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回顾我的读书

生活》一文中，先生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归纳为四点：一、读书要博，研究要精。他认

为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

素质大有益处。但对研究工作来说，则必须专精，切忌博杂；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

比如搞训诂的，对几种小学名著，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二种，然后由点及面，把自

己的研究工作推广开去。二、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他大力倡导去华崇实的学风，

提出“务平实、忌好奇，重证据、戒臆断，宁阙疑、勿强解”的训诂态度，并且身体

力行。三、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他崇尚清代皖派学者的发明创造精神，反对粗

制滥造、雷同剿袭。他写《楚辞解诂》一文，先后凡七易其稿，参考的书有近百种，

历时近十载，而所得不过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其由即在乎此。四、做学问要刊落声华，

甘于寂寞。他认为读书人既要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又要自

觉抵御外界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正是以“甘于寂寞”自励，

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座右铭，所以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仍能

闭门读书，潜心著述，诚可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姜老

为先生手书《桔颂》语）。 

先生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

崇和瞩目。香港《大公报》两度载文评价赞誉《训诂丛稿》，《人民日报》（海外版）、《光

明日报》、《语文导报》等报刊也多次载文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主持撰著的《敦煌变

文集校议》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王力语言学奖；他的论文《楚辞解诂》、《唐代白话诗释

词》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训诂丛稿》一书获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

特等奖；有关说文学、敦煌学、训诂学的论著连续三次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他无愧于“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崇高荣誉。 

先生为人谦虚谨慎，待人热情坦诚；他不慕荣利，一生清贫。先生手书压在书房

台板底下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语出《南史》），正是他精神境

界的真实写照。先生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不但每学期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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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还不辞辛劳地亲赴地县为函授学员讲课，满腔

热情地为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青年朋友看稿审稿。为教学、为科研，先生竭尽了毕

生的精力。 

1989 年 1 月 10 日，癌细胞夺去先生年轻的生命。他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五

十周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 

2001 年 1 月是先生去世十二周年，为缅怀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使之发扬光大，我

们决定整理编辑《郭在贻文集》。整理编辑工作由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总负责。经

过近一年的辛劳，《文集》终克告成。现把各相关著作及其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本书是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收录了

先生从 1961 年工作以来，主要是 1977 到 1983 年期间撰写的训诂学方面的三十多篇论

文。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早期治学的主要方向：楚辞之学，这就是本书前面的《楚辞解

詁》（初稿亦名《楚辞新笺》）等论文；《说文》之学，先生曾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熟读多遍，撰成《说文段注评述》，约十万字，主要部分就是收录在本书后面有关说文

段注的五篇论文；俗语词研究，主要是唐宋俗语词以及汉魏六朝专书语词的考释，中

间多数论文属于这一方面。前两类是先生早年，包括“文革”期间精心钻研的内容，

后一方面是先生后来主要致力的研究内容。 

本书出版后，先生不断修改，曾在两个自补本中加上了许多眉批和例证，也有修

改纠误之处。在一部自补本的扉页上，先生用朱笔恭恭敬敬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书中

红笔字有一部分为蒋礼鸿师所批。”蒋先生曾将此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写了不少批语。

根据蒋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見，先生也有所补正。此次整理，据以进行了若干修訂，

并加进了大部分例证。 

本书的整理校对工作由王云路负责，硕士生王兴水协助核对和迻录了部分例证。 

《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学三书”之一，与张涌泉、黄征合撰，岳麓书社 1991

年版。“敦煌学三书”是先生生前主持编纂的系列著作。可惜本書方始告竣，先生便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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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以殁了。《敦煌变文集》是王重民、王庆菽等编辑的一部变文总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校录方面疏误颇多。以

往的学者在校勘变文时，因条件所限，多用理校，虽有创获，但郢书燕说的地方也不

在少数。本书在逐篇逐句核对敦煌变文原卷（缩微胶卷）的基础上，对该书的疏误进

行了系统清理，并纠正了后人的大量误校。 

本书前半部分的校对工作由黄征负责，后半部分的校对工作由张涌泉负责。因黄

征远在南京，所以张涌泉也承担了前半部分的初校和最后的核红工作。考虑到《郭在

贻文集》各分册之间篇幅的大致平衡，这次付排时本书内容略有删节。 

《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本书是先生继《训诂丛稿》后完成的又一

部力作。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曾提到写作时念念不忘的有两件事：一是要有独创

性，二是要有实用性。而本书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在于此。书中所举例证，大多

出自作者个人心得，体现了“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精神，足以启迪后学。书末附

列训诂学和俗语词两种参考文献要目，介绍论著千馀种，并以夹行小注的形式钩玄提

要，多点睛之笔。 

本书出版后，先生一直从事修订增补工作，对正文和附录都作了增补，分别记在

三本自存的《训诂学》里。正文方面多数只是增加一两条书证，较难插补，故此次整

理未予补入。原版有一些笔误或排校失误，有的地方先生已经在自存本上作了改正；

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得知我们在编辑整理先生文集，特意寄上他在读郭著《训诂学》

时随手记下的疏误（主要是误字）之处，凡数十条，师辈的真情厚谊，着实令人感动。

此次整理时，据以作了一些修订。 

先生对书末的两个附录有较多的增补，特别是《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是陆

续重新编次的，“凡五易其稿”（手稿附录前按语）。这次整理时即据先生手写“征求意

见稿”迻录，并改正了若干笔误。 

本书的整理校对工作由方一新负责，博士生胡晓华也做了很多工作。 

《旻盦文存》包括上、中、下三编。“旻盦文存”是先生为他自己早年所写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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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集时所用的名字。这次我们把它当作先生《训诂丛稿》等上述三部专著以外的

所有遗稿（包括论文、序、诗、书信、读书脞录等）的总名。先生生前在编辑论文目

录时还用过《训诂丛稿续编》的名称，但考虑到这个书名无法容纳训诂学之外的内容，

所以这次编集时没有采纳。凡是没有正式发表过的遗稿皆于卷首目录篇名右侧注“※”

形符号以为标识。 

《旻盦文存》上编主要收录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多数曾在报刊上

发表过，后来又曾收入由张涌泉、黄征编辑的《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

社 1991 年版）和《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两书中，只有少

数几篇是我们根据遗稿整理的。这些文章的内容包括字词考释、训诂札记、敦煌文献

校勘等几个方面。 

《旻盦文存》中编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1.《黄生〈义府〉正误》以下九篇为读书札记性质，係先生对所读书随手所作的

补正笔记，其中有些匡补意见已提请原作者参考（如《〈义府续貂〉补例》）。这些文章

是我们根据遗稿整理的，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 

2.《继承朴学家的优良传统——〈义府续貂〉评介》以下十篇为书评和序，多数

已经发表过。 

3.《近七十年来的楚辞研究》以下五篇为楚辞学和李贺诗歌的语言艺术研究，其

中《屈原研究三议》是第一次发表。最后一篇《说文研究专题教学大纲》是先生给研

究生讲课用的提纲，这个提纲曾分送学术界朋友征求意见，颇得好评。 

《旻盦文存》下编包括： 

1.《读书脞录》及其续编。《读书脞录》原稿按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 14

条为训诂札记性质；后一部分 80 条为杂录性质，每条一个主题，摘录前贤的嘉言懿行，

并加以简要的评说。二者似不相属。兹把前一部分从《读书脞录》中抽出，移入《旻

盦文存》上编的《训诂札记》中。《读书脞录续编》分“考订琐记”、“治学粹语”、“艺

苑玉屑”、“史林杂俎”、“谈苑碎金”五部分，係分门别类辑录前人有关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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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函札存稿》及附录《友朋函札选录》。1988 年夏秋之交，先生曾把给友朋的

21 通书信（主要为 1988 年所写）的底稿请人誊录结集为《函札存稿》第一集，并在较

为费解的字句旁加上小圆圈，说“拟加注解”。另外先生在给他大哥的信中曾提到想把

一些专家的书信汇集起来“編一個書信集子”。按照先生的遗愿，我们收集编辑了《函

札存稿》及《友朋函札选录》。为了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先生治学、生活的各个方面，我

们把所能征集到的所有先生的书信都收入了《函札存稿》，共计收录给 70 位友朋的 248

封信件。征集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师长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但由于时

间匆促及其他一些原因，收入本书的仅仅是先生生前所写书信的一小部分（先生自己

曾有过统计，仅 1987 年一年就发信 297 封）。我们期待着師友们的继续支持，以便为

將來编辑一部更为齐全的《郭在贻往来书信集》做好准备。至于友朋来函，先生生前

颇为注意保存，但也有部分书信尚未見到，加上时间和出版经费的限制，我们只选录

了 50 位先生的 187 封来信。所收书信基本按原样收录，但有若干书信因牵涉人事，略

有删节（皆在每封信下注明）。由于写信人的风格不同，各人在书信中对尊称、谦称的

处理方式也略有区别，为排版的方便，尊称时的空格或提行一皆改为接排，原信中谦

称如用小字则排版时亦仍酌用小一号的字以示区别。所收书信按收信人或发信人姓名

的音序排列，同一收信人或发信人的书信再按写信日期为序。由于有的来信只署月日

而无写信的年份，而信封又多未保存，这就给确定具体的写信年份带来了困难。其中

有一部分来信先生当年在信末的月日前添注了年份，这种年份我们用〔〕号括出；还

有一些信的年份是我们根据内容推定的，则用（）号括出。凡年份不详者殿后。给一

些书信酌加“注解”，当然也是我们的心愿，然而同样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双重限制，这

个工作也只能俟诸异日了。 

3.《旻盦诗钞》。先生喜欢古典诗词。李商隐的《无题》诗、黄仲则的《绮怀诗》、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都曾使他如痴如醉。先生早年（大学毕业后的四五年）曾写过

一些旧体诗。他在 1976 年 5 月编的《著述目》中列有《旻盦诗钞》，但注明“佚”。这

次我们在他的遗稿中检出八首，其中的七首曾在“庚申（1980）中秋”寄请浙江古籍



 25

出版社编审吴战壘先生“粲政”。这些诗，虽多为仿效李、黄、龚之作，先生自己似乎

也不很满意，并曾说要“拉杂摧烧之”，但它们同样反映了先生学术研究外的另一个侧

面，故仍收入集中。 

4.《治学漫谈》、《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自订年谱》。这是一组自述生平经历和治

学方法的文稿。其中《自订年谱》为手稿，记事止于 1986 年元月 22 日，这一天先生

因心脏病住院后出院，云“此段时间为余生平最苦闷之日”，年谱盖即作于此时。 

《旻盦文存》的搜集整理校对工作主要由张涌泉负责，其中王云路承担了《友朋

函札选录》的主要校对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王翼奇编审审读了《友朋函札选录》所

收的大部分书信的校样，关长龙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叶贵良承担了《函札存稿》的初

录工作，博士后江学旺承担了《旻盦文存》上、中编部分论文的初校工作，叶贵良协

助核对了部分引文。 

整理先生往来书信和序言，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先生对朋友对后学的那种诚挚的

关切之情。无论是同辈朋友还是晚辈后学，当他们发表论著、联系工作请求先生帮助

的时候，先生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甚至在弥留之际，先生仍牵挂着他的学生（先

生的绝笔是“缠绵病榻”之际用颤抖的手为硕士研究生关长龙写的联系工作函）。在这

些书信和序言中，笔底含情，语多褒扬，甚或不乏“溢美”之词，先生的“菩萨心肠”

展现无馀。对此，我们自己是有深切体会的。在深深地感激老师的同时，我们并不认

为自己可以当之无愧，并不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而只是把老师的鼓励

之词当作一种鞭策，当作继续努力的目标。 

附录  附录一是许嘉璐先生 1990 年写的郭在贻教授墓志铭。附录二郭在贻教授论

著目录由张涌泉编制；附录三《郭在贻文集》索引由王兴水编制。 

本书用繁体字排版，文字一般用新字形和规范繁体字，但因书中也包括古籍整理

等内容，所以有时也酌用旧字形和若干异体字，以使其中古籍引文和作者论述的用字

保持一致。卷数用中文，作第十一卷或卷一一、卷十一，不作卷 11；页数、年份一般

用阿拉伯数字。但鉴于所收论著写作时间长达数十年，为尊重历史原貌，本次结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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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求一律。 

《郭在贻文集》的整理工作得到了许多前辈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德高望重的启功

先生惠予题签，许嘉璐副委员长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序言；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

著作出版资金评委会给予部分出版资助，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

会也给予了关心和帮助；一向以繁荣学术为己任的中华书局慨然接受了本书的出版任

务，责任编辑李解民、李晨光先生尽责尽力：在此一併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 

受业  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谨记 

                                                         壬午年正月 

 

 

 


